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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三重證據法
—十干與立主

目前要細談夏代文化，尚嫌太早。本人雖曾遊歷豫、晉各地，在

博物館看到一些古陶；但許多有關實物，尚未正式接觸，故談不到研

究。所謂夏文化，從廣義說，可從文獻記載上的夏禮，結合出土資料

加以探討。現在試從這一角度來談：

古《禮經》每記「夏祝」。夏、殷、周三代禮制的差別，儒家經

典言之不厭其詳，現在只談天干命名和喪禮立主二事，來考察殷人如

何因襲夏禮的跡象。

夏末諸帝帝號有胤甲、孔甲和履癸（今本《紀年》無「履」字，

只稱癸）。胤訓嗣，孔訓嘉，履和禮二字互訓，諸帝號皆在天干上加

一美名，這和殷王名號的戔甲、陽甲、沃甲等完全一樣。可以看出商

人在王號制度上是有因循夏代的跡象。殷代先公先王名曰癸的只有早

於夏桀一些時候的示癸（卜辭稱示癸）一人。示癸即成湯的父親，其

他無所聞。桀被放於南巢，死於亭山，國破身亡，自然無法取得廟

號。這個癸字當是生稱，不能說他生或死於癸日，由後人依據他的忌

辰為之立廟號。如果夏主的甲、癸不是忌日，殷人當亦如之（紂稱帝

辛，紂之子武庚，故「辛」與「庚」不可能是廟號，亦是這個道理）。

可是向來一般甲骨學者都採用三國譙周的說法（見《古史考》），

把所有殷代先王的甲乙名稱說是忌日的廟號。卜辭所見的三匚六宗，

說者都認為是出於成湯所追定。其實祀典上從示壬、示癸才開始有用

甲乙名稱的配偶，以前無之。示壬配曰妣庚，示癸配曰妣甲，庚和甲

日干不相次，于省吾認為是根據當日的典冊，但非出自成湯時，因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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癸、妣甲是成湯的父母，應該稱為父癸和母甲，但卜辭所見是稱示癸

和妣甲，可見必出於成湯以後禮官的典冊。說甚有理。

《大戴記．誥志》：「天子，卒葬曰帝。」譙周言「死者廟主曰甲」，

又云：「夏、殷之禮，生稱王，死稱廟主，皆以帝名配之，天亦帝

也。」（《殷本紀》索隱引）按《禮記》：「措之廟立之主曰帝。」（《曲禮》

下）鄭玄注：「同之天神」。這是說立為木主放入廟內才可以有「帝」

的稱號，那是把死者當天神來看待。李學勤綴合《庫方》九八五和

一一○六，舉出卜辭有一則：

乙巳卜，其示帝？

乙巳卜，帝日，（惟）丁？ 乙？又日 辛？又日。（以上一面）

乙巳卜，其示。  弜。

乙巳卜，帝日， 丁？

此條見《合集》一一○六，收入《美國所藏甲骨集十、十一兩號

綴合肋骨》的拓本。這正是卜立廟主以何日為吉，起初有丁、乙、辛

三日的選擇，最後才定在丁日。這條只能說是立廟主號為「帝」諏日

之卜，而有三個日辰以供選擇。可見立廟主不一定是甲日，主要是加

上帝號，同之於天神。廟主之名可以是甲，亦可以不是甲。既有丁、

乙、辛三日之卜，便該沒有如忌日那樣一定卒於某日。這樣看來，廟

號出於忌辰之說就站不住了。

漢代經學家的意見，從《白虎通》至易緯《坤鑿度》及鄭玄注以

至晉初皇甫謐，都一致認為殷家質直，以生日為名。只有魏的譙周有

點出入，《易緯》引孔子在解說前後二個帝乙同名的事實時說道：「殷

錄質，以生日為名，順天性也。」（《永樂大典》度字號）這裏「錄」

字有它的特殊意義。據《禮記．檀弓》下：「銘，明旌也，以死者為

不可別已，故以其旗識之，愛之斯錄之矣。⋯⋯重，主道也。殷主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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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焉，周主撤重焉。」鄭注：「為『重』以存錄其神。」古代立主的

制度，在「措之廟立之主」之前，先立一根木頭，相當於銘旌的槓。

士長三尺，天子長九尺，這根木叫做「重」，置重於中庭，把死者的

名字寫在銘旌上，取銘置於重間，出殯時，重先行，及虞葬時，由甸

人抗（舉）重依道左，既虞而將重埋之。（詳見《儀禮．既夕禮》）《禮

記外傳》云：「重，未葬之前以代主也，猶以生事之，未忍作木主」。

重是未有木主以前代替神主的東西，所以說「重是主（之）道也」。

重在晉代稱為凶門，又稱衰門。王肅《喪服要記》云：「魯哀公曰：『衰

門起於禹。』」（《御覽》引）可見重是夏時喪禮的用物，原是夏文化。

殷人在重上聯綴木主，周人則撤去之。重上掛着銘旌，記錄死者名

字，所以說「重」以存錄其神。記名可稱為錄，殷人以生日為名，所

以《易緯》說「殷錄質」也。錄即是「愛之斯錄之」的意思。立木主

是安葬後的事，虞祭的木主用桑，在未葬之前用代主之木名為重，以

為死者神之所憑依。這原是夏制，殷亦因之，並綴木主於其上，即所

謂「殷主綴重」。人但知立廟主，而不知立廟之前尚有代主之「重」，

其作用與主相同，是一種臨時的「主」，其原亦出於夏禮也。重上懸

銘旌記死者之名，殷錄尚質，故但書生日之甲乙為名而已。《白虎通》

卷八《姓名》云：「不以子丑何？曰：甲乙者，干也；子丑者，枝也；

干為本，本質，故以甲乙為名也。」我疑心殷人姓子氏，對「子」有

所忌諱，故不以十二辰為名而全用十干。只有高祖亥一名見於卜辭。

亥還是夏時人，乃用地支最末之亥為號。卜辭亥亦作 ，王觀堂謂亥

乃其正字；若然，則夏世殷商的先人命名，亦曾一度雜用十二辰，後

來乃統一之改用天干，以上甲微為始。這是一項重要的禮制。

用天干甲乙為號，周初方國猶行之。《齊世家》、《古今人表》記

齊太公之子丁公（伋）、繼之為乙公（得）、癸公（慈母）。丁、乙、

癸都是天干，但不相次。宋亦有丁公，汪中謂「夏殷之禮相沿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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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，故猶有以甲乙為號。」（《述學．玎文正》）朱駿聲云：「商質，

二十八王皆以生之日名也，齊蓋用殷法。」周初在謚法未興之前，仍

有以甲乙為名號。

《尚書．益稷》說：「（禹）娶於塗山，辛壬癸甲，啟呱呱而泣，

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。」連續記着四個天干，自辛至甲。有的考古家

把它說成婚配的對象，代表着人來看待，可是找遍先秦漢代的說法，

都解說為時日。延光二年在嵩山立的開母廟石闕銘說：「爰納塗山，

辛癸之間，三□□入，實勤斯民。」《水經．淮水注》引《呂氏春秋》

作：「自辛至甲，四日後往注水，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。」

這一說是正確的。禹生啟的故事，非常動人，且曾被譜為樂章，在周

武王翦商滅紂、獻俘的時候，龠人還奏着《崇禹生開（啟）》三終，

王定。（見《周書．世俘解》）由《尚書》這段話，可能夏初已使用十

干，且有諏吉日之事。癸與甲周而復始，古稱為「十日」，觀晚期夏

帝，不少以甲、癸為名，殷人踵用之。辛壬癸甲自宜以指十日中的四

個日子為是。《史記．夏本紀》讚「孔子言行夏之時」，殷禮用天干記

名和未葬時以重代主，原皆夏俗。殷因夏禮，這只是其中之二事，姑

妄言之。其他暫置而不論。

此外，我想藉此機會說一說有關研究夏文化的材料和方法的問

題。現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田野考古中探索夏文化的遺存，這無

疑是十分重要的。夏文化的研究能否出現決定性的突破，有賴於這方

面的努力。但是就夏文化的整體而言，地下遺存畢竟有它本身的局限

性，而且遺存也不一定有文字標誌足以表明文化的內涵；所以，我們

還得把考古遺存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和研究。儘管古籍中關

於夏代的材料不多，但是許多零星的記載，卻往往透露着夏代社會的

消息，有待我們進一步去發掘。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甲骨文。在甲骨文

中有許多關於商代先公先王的記載，在時間上應該屬於夏代的範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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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看作是商人對於夏代情況的實錄，比起一般傳世文獻來要可靠和重

要得多。我們必須而且可以從甲骨文中揭示夏代文化某些內容。這是

探索夏文化的一項有意義的工作。總之，我認為探索夏文化，必須將

田野考古、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的研究，三個方面結合起來。即用「三

重證據法」（比王國維的「二重證據法」多了一重甲骨文）進行研究，

互相抉發和證明。倘能在這方面做出成績，那麼，我們對於夏代情況

的了解，將會更加具體而全面。那時來討論夏文化的有關問題，就可

說是適時了。我們期待着這一天早日到來。

1982 年 5月香港夏文化探討會上致詞

補記

我所以強調甲骨應列為「一重」證據，由於它是殷代的直接而最

可靠的記錄，雖然它亦是地下資料，但和其他器物只是實物而無文字，

沒有歷史記錄是不能同樣看待的，它和紙上文獻是有同等的史料價值，

而且是更為直接的記載，而非間接的論述，所以應該給以一個適當的地

位。況且已出土的甲骨數量十分驚人，據胡厚宣先生統計，存在的甲骨

總額已超過十萬片，如除去複出，實際有點誇大。目前因為文字辨認的

困難，所以還未能做到「物盡其用」，取得更完滿的論證結果，這正需要

我們大家的加倍努力。目前甲骨研究的隊伍，年老者逐漸退休，年輕者

以學力關係尚接不上，還要好好地培養接班人才來展開研究工作，發揮

更大的收效。西亞泥板文字，從 1851年 Rawlinson印行他的釋讀成果，

楔形文研究的基礎遂告奠定，至今已經取得極輝煌的成就。甲骨文發現

比它只遲了半個世紀，希望學者迎頭趕上。

所謂「三重證」還有另一講法，楊向奎先生提出：「民族學的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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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更可以補文獻、考古之不足，所以古史研究中的三重證，代替了過

去的雙重證。」他所著的《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》一書正好代表這一方

面的見解和研究的成就。我個人認為民族學的材料只可幫助說明問題，

從比較推理取得一種相關應得的理解，但不是直接記錄的正面證據，僅

可以作為「輔佐資料」，而不是直接史料。民族學的材料，和我所採用

的異邦之同時、同例的古史材料，同樣地作為幫助說明則可，欲作為正

式證據，恐尚有討論之餘地。如果必要加入民族學材料，我的意見宜再

增入異邦的古史材料，如是則成為五重證了，其間相互關係有如下圖所

表示：

古史五重證 

直接證據 
實物 (考古學資料 ) 

文獻 
甲骨、金文材料

經典材料 

民族學資料

異邦古史資料
間接證據 


